
多维切入放眼世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于2018年 10月 17— 

1 8日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联合举办了“国际史与区域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多重路径学术研讨会”， 

来自天津和台湾众多高校、手勒开机构的学者和专家参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贺 

江枫主持会议。

此次研讨会以国际史为视野，以华北区域为重点，以抗战时期为主题，强调对中国近代史的通 

盘串连思考，以形成民国史、区域史、抗战史研究之间的相互启示，研讨会议分五场分论坛举行。台 

湾政治大学刘维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瑞德、《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及南开大学历 

史学院李金铮、江沛分别主持了各分论坛，并进行相应点评。期间，学者间论点交锋时有呈现，气氛 

热烈。现按会议专题综述如下。

一 、近现代史研究路径的反思与展望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路径，一直是个国际性的话题，究竟应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 

传统的研究方法？如何拓展新的研究路径？汪荣祖（台湾中央大学）的《从近代史研究的路径说 

起》，以新文化史为例，指出西方史学界所倡导的新文化史即起源于关注小人物的历史，以历史传 

记带动事件与历史的发展，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可从小人物或区域入手来反观大历史。主张学习 

西方理论的同时，反思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话语权仍在西方的现实，认为要走出一条中国史 

学研究的自主创新之路，找回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在学习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之外，还需要提炼数千 

年来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李金铮以《赓续与创新: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个推动 

力》为题，以其多年来从事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从回顾学术史和理论 

方法的角度，对四十年来推动这一领域发展的动力源进行了鸟瞰式的阐述。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 

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并非万丈高楼平地起或历史断裂之后的重起炉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历 

史连续性和时代背景。要充分关注已有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继承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接续清末民 

国学者的研究、有选择的对待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研究的优长，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史学史研究 

的方法，百家争鸣，综合创新，才是必由之路。张思（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东亚波涛与乡野涟漪: 

一个华北村庄激荡的20世纪》一文中，以河北省昌黎县所藏档案及在该县侯家营村发现的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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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村级文书资料为基础，分析了 2 0世纪50—7 0年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及斗争，指出东亚甚至 

世界的政治局势变化，也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封闭”的乡村，并对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微妙影响， 

展示了东亚政治变动与一个小小乡土社会间相互连接的生动而具体的场景。李少兵(南开大学历史 

学院)在《世界视野下的苏州&“苏州学”的创立与江南文化研究的深化》一文中认为，苏州历史文化遗 

产丰厚，富有特色。在原始文献、档案搜集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与海内外专家 

学者合作，推出《“苏州学”研究丛书》，使“苏州学”的创立水到渠成。苏州文化研究的深入，无疑会推 

动江南文化研究的深化。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以《媒体视野中的晚清澳门社会生活一 以〈点 

石斋画报〉为中心》为题，以画报中披露的澳门新闻为中心，对晚清时期澳门社会的中西文化并存、传 

统文化与生活变迁、社会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探索。他认为，作为时事画报的《点石斋画报》，对澳门故 

事可能有误解之处，但为读者认识世界、了解社会发展、获取社会经验、建立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供 

了舆论平台。王凛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情感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一文中强调，应对情 

感变量在历史进程尤其是当代中国史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必要的考量。他认为，历史学研究仅从理性 

和利益来解释，忽视情感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历史的完整性。他以当代史研究为例，将情感史 

定义为情感参与、情感工作、情感的自身演化以及这些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强调当代情感史 

研究不仅史料丰富、记录方式多样，而且可为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新维度、新史料和新方法，有助于人 

们更加完整、立体且深入地理解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

二、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向

人类历史的进程，自有文明记载以来都难以摆脱政治影响。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基本等同于 

制度史和精英活动史，叙事宏观、强调自上而下，从中难以看到政治运作的奇诡多变及与社会相互 

作用的关联性。本组文章，见微知著，从政治的层面、从“下层”的视角、“小人物”的视角、日常生活 

的视角，带来一些有益的探索。

李永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光宣之交清廷内部派大使政争史实考辨》一文，详细考证、辨 

析《梁敦彦档案》中《说帖》《谨将各国名儒学说摘译录呈钧鉴》两份文件，与袁世凯主张派大使的 

《节略》之内容、产生背景及时间，为光宣之交清廷内部围绕派大使问题发生争论的来龙去脉、前因 

后果，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证据。

张瑞德以《无声的要角：蒋介石的侍从室与战时中国》为主题，从侍从室的人员、组织、功能等 

方面切入，揭示了隐身在蒋介石政权背后的智囊团、战时国民政府军事、政治的核心幕僚众生相， 

展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政治运作不为人知的一面，从中可以了解蒋介石军政统治的手段、性格及 

特色，更可深入了解他如何创建自己的权力分身，有效发挥其统治力量。刘维开在《蒋介石的奉 

化人际网络一 以奉化“三 先生”为例》一文中指出，蒋介石对其乡里奉化的关怀，除家族之外， 

还关照了一批奉化人，其中，抗战期间入侍从室编辑《事略稿本》的“奉化三 先生”（王宇高、袁惠 

常、孙诒）为作者最为注意。文章主要叙述了“奉化三 先生”参与辑录编纂《事略稿本》的前后经 

过。江沛提交的《“四不”主张的背后：张季鸾、〈大公报〉与民国政治的纠缠（1928—1941 )》一 

文，通过揭示《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与蒋介石、陈布雷等人的密切关系，讨论了张季鸾以“国士”身 

份在九一八事变后就蒋介石对日决策出谋划策，战时又以密使赴香港与日使接触的事实，加上吴 

鼎昌、胡政之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新记《大公报》由此获得了国民党高层的多方关照，表面上仍维 

持民办身份，事实上早已违背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宗旨，在重大问题上蜕变为国民党的 

“隐性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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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区域视野下的近代中国

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区域史研究更为关注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地理空间内的诸种活动， 

强调特定空间内的传统和历史的作用，倾向微观、关心底层、重视社会主流的变与不变。

李学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上海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一文中认为，在辛亥建 

国过程中，上海方面明确提出了规划国家政体及先有各省代表组建临时国会，尔后组织政府的 

建国方案，并影响了建立民国、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全过程，为民国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邓 

丽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规训日常：战后上海节约运动与市民生活》，聚焦于1946—1949 

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节约运动在上海的反响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上海节约运动的强制 

性推行，将民众卷入其中并扰乱了其日常生活，加剧了失业甚至相关行业的危机，是经济治理 

政治化的一个失败案例。毛立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近代香港城市史图片类史料观察心 

得》，从所留存的历史图片中，阐述近代香港城市的发展轨迹和特征，解读了近代香港人的生活 

百态，也提示出近代香港发展中存在的“华洋隔阂前提下的中西合璧”“多元文化并存”等问题。 

张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提交的《政治与治水一 20 ( )  2 0年代末3 0年代初豫、冀、鲁三省 

的黄河治理》一文中，梳理了 1927—1933年间，国民政府在黄河下游豫、冀、鲁三省的治水案 

例，系统研究了在新旧政权更迭、战乱不息、农村经济凋敝的背景下，三省的地方社会如何利用 

地缘纽带、地方精英关系网以及河防的跨区域性与军事意义等条件从上级政府乃至跨越行政边 

界争取财政支持。郭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论文《学习、审干、民主检查：抗战时期中共在山 

东的整风运动》，以罗荣桓领导的山东整风为例，指出中共的整风文化是一致的，只是不同地区 

因领导人掌握政策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他认为，强调在思想、组织上进行清党的山东整风运 

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党政军一元化在山东的推行，是中共组织的一次纯洁化运动。王东（南 

开大学历史学院）提交的《抗战时期重庆防空情报通信网的构建》一文指出，在已有电信设施的 

基础上，重庆防空情报通信网经过不断修整及新建通信线路，配置无线电台，逐步形成以重庆 

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和延伸的通信网络。该文认为，重庆防空情报通信网的日趋严密，对防空 

机关迅速传递各种防空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国际视野下的近代中国

近代中国的“千古未有之变局”，源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和西方及日本在中国的争夺 

及推动。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不仅要讨论传统中国自身历史及文化的前进动力，同时更要把中国 

近代历史放在一个国际化视野中去观察。

王文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所撰《抗战时期泰军占领云南南部》一文，聚焦于目前研究中 

被忽略的泰军占领中国滇南部分地区的史实，揭示出此时泰军进入中国作战的幕后缘由，在于 

受泰国泛泰主义思想影响。泰军入侵中国，中国远征军为保家卫国与泰军进行了殊死抗争。贺 

江枫的《秩序的沦陷&1934年开溧五矿大罢工再研究》一文，综合运用中、日、英多方史料指出，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位于华北非军事区的英资企业开溧煤矿1934年爆发的大罢工事 

件，不仅是地方性的劳资纠纷，背后更是充斥着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共、日方及英方诸力量 

的利益纠葛。郭循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通过题为《北洋时期地方实力派与日本陆军关系 

探讨一 从日文史料看中国军人的形象》的论文，对比研究了北洋政坛上唐继尧、吴佩孚、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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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三个地方实力派与日本陆军间的关系，以此分析2 0世纪2 0年代前后日本陆军联系中国地方 

实力派的政策，认为因外务省的阻碍和中国政治形势变化，这一政策仅获得了表面上的效果。 

王美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提交的《日本的鸦片毒化侵略政策研究述论》一文，肯定了日本学 

界在这一问题的史料整理、专题论著上取得的系列成果。她指出，日本学界虽对鸦片政策之性 

质存在一定分歧，但多数学者均持“反国际法、反人道”的“举国犯罪说”，认定近代日本鸦片政 

策的侵略功能。

五、国际史与近代史研究

国际史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通过对多种语言的文献搜集和利用，从多种档案中爬梳出 

有意义的史料，并赋予研究对象以多面的解释。此外国际史的研究也有突破单一民族国家或 

地域认识局限的重要价值。囿于多种语言能力的要求及档案阅读能力，国际史研究的深入并

。

唐启华（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在题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国际史路径一 以〈洪宪帝 

制外交〉为例》的报告中，比较中英日三国档案的记载，对长期以来视袁世凯以答应“二十一条” 

换取日本支持其帝制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除详参本国史料外，必须 

阅读大量外国档案史料，突破固有观念的束缚，让中国史与世界史相连接。国际史视角是值得 

持续开发的研究路径。潘光哲（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题为《近代日中媒体互动的历史 

反思》报告中，对研究近代东亚报刊史提出了具有新意的看法。他认为，近现代中韩两国报刊 

从日本取材者较多，报刊从业者多与日本关系密切，媒体间的互动关系值得思考。以报刊为研 

究对象，应放宽研究视野，从近代东亚世界彼此交缠绕结的整体场景出发，参照多国史料，辅以 

精细的个案讨论取向，见微知著，方能为近代东亚文化思想之互动、交流和影响的历史，拓展出 

更为宽广的认识空间。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特点显著:第一，会议主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主，但上溯下延，横向触 

及空间大;第二，会议论文含金量高。多数作者提交的论文，是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或方向，站在学 

术前沿;第三，诸多议题引起与会者热烈互动和意见争锋。如袁世凯称帝的深层次原因，侍从室在 

国民党政制内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情感史的价值等都体现了参会学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开阔的 

研究视野、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以及主动创新的追求。诸多问题的思索与沉淀，对于认识目前中国近 

代史及抗战史研究路径多重、视野拓展、手段多元的特征具有启示性。

〔作者陶亚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杨春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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